2004年甲骨文、金文研究概况

刘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00732

2003年3月，济南大辛庄遗址发现商代甲骨文。2003年底，岐山周公庙遗址发现字数较多有字卜甲，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也全部公布。在这些新材料的推动下，2004年的甲骨学研究异常活跃。与此相应，近年[image: image1.png]


公盨、眉县杨家村窖藏铜器、士山盘等一系列新出土、新见有铭铜器也繁荣了2004年的金文研究。2004年，安阳、杭州、台北等地也相继召开殷商文明、古文字、文字学大型学术研讨会，都出版了论文集，收录颇多甲骨文、金文研究论文。此外，还有多部甲骨文、金文及商周历史研究的专著问世。共计出版论文集三部，专著十部。故本年甲骨文、金文研究称得上成果喜人。以下择要作一简介，并补列2003年若干文章。

一、甲骨文

（一）新发现和新公布的甲骨文材料。

继2003年12月，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发现2片有字卜甲（共55字）后，2004年周公庙考古队又在该遗址范围内庙王村北、祝家巷村北清理出卜甲700多片。截止2005年春节前，考古队将760多片卜甲缀合为500多片，其中有刻辞的99片，可识别文字达495个。周公庙甲骨文中出现的重要人名有“周公”、“王”、“太保”，地名有“周”、“新邑”等，并有“周公贞”的卜辞。（周公庙考古队：《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考古收获丰硕》，《中国文物报》12月31日，总第1280期。新华网西安2005年2月15日电（记者边江、冯国）：《周公庙遗址出土甲骨发现文字近500字》。）

周公庙有字卜甲2004年共发表4片。种建荣《岐山周公庙遗址新出西周甲骨文》(《文博》9期)发表3片，即“弔卜，周公贞”、“马二百辆”、“新邑”。《法制晚报》6月8日发表1片，即“□甶弗克……”。

蔡哲茂《记蒋一安先生藏的甲骨文字拓片》（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中华书局）刊出蒋一安所藏两片甲骨文照片及甲骨文拓本43张，并附有释文。

齐心《北京地区出土的西周甲骨文》（《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下简称《2004论文集》）详细介绍了20世纪70、80、90年代昌平白浮村、房山镇江营、房山琉璃河发现的三批西周甲骨文材料。

焦智勤《殷墟甲骨拾遗·续三》（《2004论文集》）发表85版民间收藏殷墟甲骨的拓本、摹本，并作释文。

（二）新材料的研究。

①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以下简称“花东甲骨”）研究。

2003年底，花东甲骨全部公布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以下简称《花东》），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2004年内相关文章较多，经过讨论，若干问题的研究已较深入。

相关书评有三篇：黄天树《体例最完善的大型甲骨文新著——〈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中国文物报》4月14日）、葛英会《大型甲骨学研究专著——〈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物》9期）、张永山《甲骨著录新模式——读〈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考古》12期）。三篇文章有如下一些看法。首先，高度评价了《花东》的编辑体例，称赞该书是继《小屯南地甲骨》之后又一部将文字学与考古学有机结合的成功范例，是甲骨文著录书里体例最完善的一部著作，该书同时以拓本、摹本、彩照（包括局部放大彩照）三种形式著录甲骨，开启了甲骨著录的新模式。第二，认为《花东》对材料的整理、研究和公布，大大深化了学术界对非王卜辞的认识，有助于清楚地界定“非王卜辞”的概念（即以“占卜主体”作为区分王卜辞与非王卜辞的标准），并为研究商代家族形态增加了系统、珍贵的史料。第三，看到花东甲骨对甲骨断代研究的促进作用，同意《花东》作者提出的甲骨文断代不能单纯以字体为标准，而要多方面综合考虑的看法。第四，赞成《花东》释文的一些观点，认为花东甲骨中的新字对于古文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黄文指出花东甲骨中新见字近100个，如[image: image2.bmp]即“金”字。张文认为《花东》释[image: image3.png]


为牙形璧、释[image: image4.png]


为璧、释[image: image5.png]


为玉戈之类物，体现了作者对熟练驾驭殷商考古、古文字材料的能力。

花东卜辞的占卜主体是“子”，学者对其身份地位提出如下几种看法。杨升南《殷墟花东H3卜辞“子”的主人是武丁太子孝己》（《2004年论文集》）认为子即武丁太子孝己，其证据主要是：子有很大的权势和经济实力；未见子祭其父，说明其父在世；花东卜辞中屡见祖甲、祖乙、妣庚一同受祭，从祭祀次序看当是阳甲、小乙和小乙配偶，故受到孝己重视。

花东甲骨中的“丁”因与王、妇好可能具有密切关系，也引起学者的关注。陈剑《说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丁”——附：释“速”》（《故宫博物院院刊》4期）注意到花东卜辞中“丁唯子令比伯戓伐卲”、“丁唯好令比伯戓伐卲”、“丁自征卲”，并与历组卜辞中的“王征刀方”、“王比沚戓伐召方”联系起来，指出丁即商王武丁，但未明确解释武丁为何称丁。陈文并释[image: image6.bmp]为速，训为召。李学勤《关于花园庄东地卜辞所谓“丁”的一点看法》（《故宫博物院院刊》5期）认为花东甲骨文中的丁字其实是“璧”字的初文，应读为“辟”，是对王的称谓。葛英会、阎志《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用丁日的卜辞》（《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22期）则主张花东卜辞中的丁都是天干日名，而非人名，更非武丁生称。花东卜辞中大量卜用丁日，是取丁日为吉日之意。

常耀华、林欢《试论花园庄东地甲骨所见地名》（《2004论文集》）考察了花东甲骨所见的“[image: image7.png]Bl



南小丘”、“[image: image8.png]


”、“[image: image9.png]


” 、“[image: image10.bmp]”、“[image: image11.png]


”、“入”、“[image: image12.bmp]”、“斝”、“录中”等地名，认为子组与花东中两个“子”家族聚居地不同，花东之子的势力范围在奠之附近。

朱凤瀚《读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出土的非王卜辞》（《2004论文集》）是一篇综合性研究论文，文章认为H3卜辞时代可定为武丁早期至中期偏早，其占卜主体贵族未必是羌甲直系后裔，似是武丁再从或再从以上的从父或从兄弟辈。该文还考察了H3卜辞与H127乙种非王卜辞的关系及H3卜辞所属贵族家族的状况，指出其家族内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家臣制度。

李学勤《从两条〈花东〉卜辞看殷礼》（《吉林师范大学学报》3期）论述《花东》480、363上两条卜辞所见的子劳王之礼，并结合相关甲骨文、金文材料指出殷礼具有的一贯性。

②大辛庄甲骨的研究。

孙亚冰、宋镇豪《济南大辛庄遗址新出甲骨卜辞探析》（《考古》2期）从龟腹甲大小、整治、钻凿形态、行款走向、卜辞内容等方面做了深入研究，认为该版龟腹甲与殷墟卜龟为同一系统，也具有某些地方性特色，并指出商代的文化影响与交流迅速通畅，文字的使用在商王朝的政治疆域所及已有相当大的覆盖面，并有效地发挥着相应的内聚作用。
朱凤瀚《读济南大辛庄龟腹甲刻辞》（《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分组考释该版刻辞，如主张“徏”不读为“徙”，意为“出行”，“不徏”、“允徏”是对贞，并指出这一材料对了解商代晚期殷墟地区以外非王地方贵族之家族形态有重要学术价值。

朱歧祥《读一版济南市大辛庄遗址出土商代甲骨的词汇》（《2004论文集》）认为“徙”为[image: image13.png]ﬁ\



字繁体，为祭祀动词；“四母”无问题；“彘豖豕豕”当属祭牲。

相关文章还有孙敬明《大辛庄甲骨卜辞六义》（《2004论文集》）、阎荣甫《济南大辛庄出土甲骨文浅议》（《青年考古学家》总第16期）等。

③齐家村H90西周甲骨。

何琳仪、程燕《释戹——兼释齐家村H90西周甲骨》（《2004论文集》）释[image: image14.bmp]为戹，训为灾难，并讨论了[image: image15.bmp]（疛）的释读。

④周公庙甲骨。

据孙庆伟《“周公庙遗址新出甲骨座谈会”纪要》（《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20期），2004年2月21日近20位在京学者就2003底在周公庙遗址发现的2片有字龟背甲举行学术座谈会，学者们考察了龟甲大小、钻凿、整治、字体、内容（特别是其中的“哉死霸”月相）、文例、同出陶片，对其时代、族属、释读、历法、占法等问题发表了各自意见。

李学勤《周公庙遗址性质推想》（《文博》5期）也据该遗址出土卜甲刻辞有“周公”指出周公庙遗址很可能与周公一家存在关系。

（三）早期中国文字研究。

曹定云《夏代文字求证——二里头文化陶文考》（《考古》12期）认为《偃师二里头》（1959至1978）发表的陶器刻划符号中有一部分当属文字，并结合甲骨文字做了考释，文章提出这些是夏代后期文字，但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

（四）文字考释。

裘锡圭《关于殷墟卜辞的“瞽”》（《2004论文集》）认为殷墟卜辞中写作[image: image16.bmp]、[image: image17.bmp]、[image: image18.bmp]都可释读为“瞽”，并据此指出“示”不能读为“视”。

陈炜湛《读契杂记》（《2004论文集》）指出过去误释“百羌”、“百人”、“白牛”为“白羌”、“白人”、“百牛”之失，并论及“侯屯”、“多屯”之义、“[image: image19.png]


人合文”、“释梁”、“释有羡笔之左、又”等问题。

蔡哲茂《殷卜辞“暂雨”试释》（《2004论文集》）认为卜辞“[image: image20.bmp]雨”可读作“暂雨”，表示下得时间很短的雨。

张玉金《殷墟甲骨文“正”字考释》（《2004论文集》）认为卜辞中的“正”有征伐、第一个（月）、适宜（合适）、对……适宜（合适）、官职等义项。

党相魁《释甲骨文“[image: image21.png]


”》（《2004论文集》）认为是字当释为枝，在甲骨文中有人名、先祖或神祇名、地名或方国名及形容词等用法。

马如森、马囡《甲骨文字雏议二则》（《2004论文集》）辨析了“殷”及“鄉”、“卿”二字的字形。

郑慧生《释“井”》（《2004论文集》）提出甲骨文、金文“井”是陷井初文，后假借为水井之井。

蔡哲茂：《甲骨文字考释两则》（谢维扬、朱渊清编《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释[image: image22.bmp]为背，释[image: image23.bmp]为觥，两则考释都以考古材料为证是其特色。

李立新《甲骨文“[image: image24.bmp]”字考释与洹北商城1号宫殿基址性质探讨》（《中国历史文物》1期）提出1号宫殿基址为商代王室宗庙遗存，甲骨文“[image: image25.bmp]”字正像这类王室宗庙之形，可释为“庙”字。

罗琨《甲骨文“焛”字探析——兼说卜辞中的“鹑火”》（《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指出焛当是祭祀对象，并从祀焛多用燎祭、焛字从火并与閵字相通等角度补证焛很可能是古代与“大火”并重的“鹑火”。

林小安《甲骨文“庚”字说解》（《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认为“庚”是谷壳象形字，是“糠”的初文。

刘桓《释甲骨文[image: image26.bmp]、[image: image27.bmp]二字》（《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提出[image: image28.bmp]是会意字，像人跪坐于山崖上之形，为岊、节二字初文，甲骨文中皆用为节字。[image: image29.bmp]（卪）是象形字，本义为礼节之节，与[image: image30.bmp]用法虽有一些相同之处，却并非同源异构字。[image: image31.bmp]在卜辞中用法很多，有“止”、“支解”等义，通“饰”、“饬”，“节人”指“夕”后的夜里。

黄天树《释殷墟甲骨文中的“羞”字》（《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指出“羞”在卜辞中大多用其本义，甲骨文中从[image: image32.bmp]从倒羊和从[image: image33.bmp]从羊省的字是羞的异体，“羞中日”表示时间，指“逼进中日时分”。本文附记认为《花东》286的“日[image: image34.bmp]中”中的“[image: image35.bmp]”也是羞的异体，“日[image: image36.bmp]中”犹“逼进正午时分”。 

王蕴智《释甲骨文“市”字》（《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认为市字从止从丂，并说明市字在西周、战国时期的演变情况，提出甲骨文市字用来表记时段之名。

王恩田《释[image: image37.bmp] 、[image: image38.bmp]、[image: image39.bmp]——兼说畀、[image: image40.bmp]字形》（《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指出[image: image41.bmp]为周字初文，[image: image42.bmp]、[image: image43.bmp]为[image: image44.bmp]的简化、异体字，卜辞中的[image: image45.bmp]微、[image: image46.bmp]微都是国族名，此微是周族分支，与墙盘铭中的微族有别。

陈秉新《释[image: image47.bmp]及从[image: image48.bmp]之字》（《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提出甲骨文[image: image49.bmp]是[image: image50.bmp]的初文，其用法有三：读作[image: image51.bmp]（坼），训裂，引申为毁坏；读作祱，训为门祭；人名。甲骨文中又有从氵从[image: image52.bmp]之字，当是古湂字，此字也有读作祱的用法。

陈剑《甲骨金文“[image: image53.bmp]”字补释》（《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同意吴振武将甲骨文[image: image54.bmp]、[image: image55.bmp]区分为二字，进一步论证[image: image56.bmp]像以戈翦除草木之形，释读为“翦”“践”、“残”等字较好，[image: image57.bmp]则如吴说是彤沙之沙的象形初文，与[image: image58.bmp]音近相通。

张桂光《卜辞祭祀对象名号解读二题》（《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提出《甲骨文编》、《甲骨文字集释》隶作“[image: image59.bmp]”的字是“盘庚”合文，甲骨文[image: image60.bmp]字也有祭祀对象的用法。

冯时《殷卜辞“市日”考》（《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否认“市日”为时辰，主张读“市”为持，市日即持日，意为唯此之日，限定此日。

朱歧祥《〈周原甲骨研究〉的自我批判》（《中国文字》新廿九期，台北，艺文印书馆，2003年12月）指出了曹玮《周原甲骨文》编辑上存在的五点不足，并据该书彩色放大照片反思朱著《周原甲骨研究》13版释文的误漏，并举10版释文为例说明朱书考释的长处。

张永山《周原H31的一版甲骨考释》(《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根据曹玮《周原甲骨文》彩色放大照片重新考释了H31:4，释文为：“[image: image61.bmp]曰：女（汝）即弗克□安，□□□□用隊[image: image62.bmp]，囟（思）亡咎。廼（乃）[image: image63.bmp]（则）[image: image64.bmp]□。”认为安及其前一字都是地名，隊[image: image65.bmp]即[image: image66.bmp]于隊地，[image: image67.bmp]即畀，有“密”、“亲”、“赐”、“予”等义。

魏慈德《读〈周原甲骨文〉记》（《2004论文集》）亦据曹玮《周原甲骨文》彩色放大照片考释了H11:1、H11:2、H11:4、H11:5、H11:68及易卦部分，并认为H11一批甲骨存在至少九个月时间以上。

陈絜《关于商代妇名研究中的两个问题》（《2004论文集》）指出卜辞中“某妇”指某人或某族之妇，而“妇某”之“某”乃父家之族名，商代存在的异代同名或异人同名现象说明“妇某”之“某”不能以私名视之。

吴玙《妇好正名》（《2004论文集》）认为“妇好”当作“帚子”，乃子方之女领袖。

彭邦炯《三版有关生育卜辞的释文和内容初探》（《2004论文集》）进一步探讨了《合集》22322、22323、22324的释文，认为这些卜辞透露出商代王室后妃有关孕期择宅、胎教及选择助产接生或乳母保育者的史影。

陈伟武《说“貘”及其相关诸字》（《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指出甲骨文从犭从亡的字当释为“貘”，较释“狐”为佳。

刘一曼、曹定云《殷墟花东H3卜辞中的马——兼论商代马匹的使用》（《殷都学刊》1期）指出花东H3卜辞关于马的卜辞数量较多且内容丰富，对49条卜辞做了考释，并论述了商代马匹在祭祀、殉葬、驾车方面的使用。

叶正渤《卜辞“来[image: image68.bmp]”研究》（《殷都学刊》1期）指出“来[image: image69.bmp]”一语主要出现在武丁卜辞中，主要指反叛方国的骚扰掠杀行为，而非天灾神祸。

郑慧生《释“关”》（《殷都学刊》2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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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释为关，意为缝隙、征兆。

叶正渤《关于几片甲骨刻辞的释读》（《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讨论了《甲骨文合集补编》11469、《合集》36511释读中的若干问题。

蔡哲茂《〈殷虚文字乙编〉4810号考释》（《第十四届中国文字学全国学术研讨会》，高雄，中山大学，2003年，以下简称《十四届论文集》）对乙4810加国家图书馆藏三片甲骨的新缀版细加考释，纠正了以前学者的一些误释之处。

刘桓《殷契存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是修订再版，删去释、说邶国与邶水等4篇，并新增6篇文章。《释执工》认为甲骨文、金文与文献中“执工”可相互发明；《释[image: image71.bmp]》认为卜辞[image: image72.bmp]水当指河南泌阳河；《释我永、王永》《释降永》主张“永”读为“歌咏”之“咏”；《释[image: image73.bmp]》提出该字可隶定为[image: image74.bmp]，意指军队溃败；《说我母》提出甲骨文中“我母”合文不可径释为“娥”。

白于蓝《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校订》（福建人民出版社）订正了1988年出版的《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一书在辞条摹写和释读方面存在的2798条错误。
李宗焜《论甲骨残断文字》（《中国文字》新廿九期）主要讨论残断文字的释读，考释17例《甲骨文编》正文、附录中的残断文字，并指出《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对残断文字可补而未补者10例、误补者3例，认为补全甲骨残字的条件有三：对甲骨字形有掌握、同文例和缀合。

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孙叡徹《再释“家”》、郭新和《卜辞中的“饗”》（《2004论文集》）、连劭名《殷墟卜辞中的“同”与“止”》（《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陈立柱《“邑”字缘起新说》（《殷都学刊》4期）等。

此外，讨论文字学理论的文章有[法]麦里筱《汉文字体系的形态变换机制》（《2004论文集》）、李圃《中国正统文字的发端——殷商甲骨文字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地位》（《2004论文集》）、王蕴智《商代文字基本字形结体分析》（《殷都学刊》2期）等。

（五）甲骨辨伪、校重、缀合、文例文法。

蔡哲茂《〈甲骨文合集〉辨伪举例》（《第十五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辅仁大学，以下简称《十五届论文集》）指出《甲骨文合集》中有15片甲骨上有伪刻，包括6882、27110、15544、15822、27199、35311、41606、30045、20689、10372、32538、34353、40730、31068、35273。

王蕴智、齐航福：《〈甲骨文合集补编〉相重著录号校勘》（《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指出了《补编》中单片自相重复、单片与缀合片重复、缀合片自相重复的情况。

台湾历史语言所蔡哲茂《甲骨缀合续集》（台北，文津出版社）继其前著《甲骨缀合集》缀合361组甲骨的收获，又找到182组，是本年甲骨缀合方面最大成果。此外，解放前中央研究院一至九次的殷墟发掘中有许多未曾著录于《殷虚文字甲编》的碎甲骨或无字甲骨，也正由蔡哲茂先生负责整理缀合。

林宏明《殷墟甲骨文字缀合新例续》（《十四届论文集》）《殷墟甲骨文字缀合新例三》（《十五届论文集》）也分别发表了三十组新缀合的有字甲骨。

王恩田《两版征夷方卜辞缀合校正》（《中国文字》新廿九期）指出《甲骨文合集》36567、《甲骨文合集补编》11236两版征人（夷）方卜辞的缀合错误。

曹兆兰《殷墟龟甲占卜的某些步骤试探》（《考古与文物》3期）考察了殷人在龟甲上安排钻凿、记兆序及刻写对贞卜辞的习惯。

朱彦民《殷墟甲骨刻辞文例二题》（《殷都学刊》3期）》讨论了对贞卜辞左反右正及一些记事刻辞的文字刻写位置问题。

刘一曼、曹定云《论殷墟花园庄东地H3的记事刻辞》（《2004论文集》）介绍、考释了H3记事刻辞并与[image: image75.png]


组、宾组同类刻辞进行比较，提出“示”可读“至”，认为H3甲桥刻辞的特点是时代较早的反映、H3坑主人“子”有自己的贡龟来源、殷墟卜龟产地是多元的。

陈炜湛《读契杂记》（《2004论文集》）举出阅读材料时发现的若干则“天干连文例”、“卜辞误刻例”、“词语颠倒例”及研究中“因不明刻辞犯兆而误摹误释例”。

曹玮《对周原甲骨刻辞刻锋问题的研究》（《2004论文集》）指出周原甲骨刻辞刻锋有斜锋及中锋两类，讨论了刻辞刻锋与内容及刻手之间的联系。

雷焕章《在甲骨文中“茲”与“之”不同的用法》（《2004论文集》）认为二字的不同在于所指示者或与说话者有关，或与说话者所提及的事有关。

谭步云《武丁期甲骨文时间修饰语研究》（《2004论文集》）认为这些修饰语可表示过去、现在、将来、现在－将来四个时间概念，并提出其表现形态和存在方式可作为断代标准之一。

黄天树《说殷墟甲骨文中的方位词》（《2004论文集》）认为甲骨文方位词可分为单纯方位词和复合方位词，殷人除有基本方位“四方”之外，也已有中间方位“四隅”，构成八方，对方位划分已相当精细了。

张玉金《也论殷墟甲骨刻辞中“暨”的词性》（《殷都学刊》2期）主张甲骨文中“暨”不但有动词用法，也有介词和连词用法。

陈炜湛《甲骨文“允”字说》（《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指出“允”字不仅常见于验辞，也屡见于命辞，在对贞卜辞中还有“允”与“不”对贞的现象，在这些用法中，“允”均有肯定、强调作用。甲骨文中有些“允”字句很难理解，文章推测其中的“允”有可能是人名。

相关论文还有[日]俞慰慈《甲骨文词汇的历时性双向研究——与真古文〈书〉动词的比较为例》（《2004论文集》）、贾燕子《甲骨文祭祀动词句法语义研究》（《殷都学刊》4期）等。

（六）甲骨断代。

林宏明《历组与宾组卜辞同卜一事的新证据》（《2004论文集》）认为《合集》17171与17168能缀合，证明“并”、“吴”不但并见历组（《屯南》2273），而且并见于宾组，特别是二例干支相合、辞例也都是少见“令葬我”，遂增加了历组、宾组同卜一事的较确切的一例。

林宏明《从一条新缀的卜辞看历组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缀合了《屯南》4050加《屯补遗》244，所得新版与《合集》32384内容相近、字体相同，皆为历组卜辞，但比《合集》32384多出“父”字，作者认为此父是时王父辈，很可能是父丁。

齐航福、章秀霞《〈甲骨文合集补编〉著录重片分期戡订》（《殷都学刊》1期）选出《补编》中分期相互矛盾的重片89组，并做了正确的分组分类工作。

林宏佳《形义分析与卜辞断代——以“帝”字为例》（《十四届论文集》）考察“帝”字在五期中的变化，就其字形字义的联系讨论了王卜辞的断代。

（七）殷商历史文化研究。

①制度。

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商代分封制度做了全面、细致的论述。他发表《商代监察制度钩沉》（《史学月刊》9期）、《贞人为封国首领来朝职掌占卜祭祀之官》（《2004论文集》）等文，也大率融汇于此书中。

杜勇《商朝政区蠡测》（《2004论文集》）认为商朝是一个拥有内外服地区广土众民的统一国家，邑聚是最基层的区划单位，内服王畿区与外服方国区在行政区划体系上有二级制与三级制的不同。商朝行政区划体制受血缘关系的影响，中央集权化程度还不宜估计过高。

沈建华《卜辞所见商代的封疆与纳贡》（《中国史研究》4期）利用卜辞“四封方”、“封人”、“封于册”及方、奠、麓、地名与伯、侯、子、妇、臣的共名等材料，讨论商代封疆制和服制，并进一步考察卜辞所见的纳贡与组织管理，说明殷王朝政治统治秩序渐近成熟。

李绍连《中原诸侯国方国与商廷的关系》（《2004论文集》）认为诸侯国、臣服方国与商廷有从属的密切关系，它们都在商王强力控制下，不过是商王国域内的一种地方政权而已。

韩江苏《商代的“小臣”》（《2004论文集》）认为管理商王朝内部事务的小臣有高官显贵与从事专门职业两个层次，前者如小臣伊尹、禽、吴等，后者有管理农业的，有管理王室内部事务的，有参与军队的；担任小臣者有王室家族成员，也有来自方国部落的成员。

陆忠发《商代的史为王室卫队说》（《殷都学刊》3期）认为商代的史为商王或王之配偶等个人服务，应是王室的卫队。

此外，詹鄞鑫《商代继统法新探》（《文史哲》5期）、涂白奎《从卜辞看商王朝的继统制度》（《史学月刊》9期）、郭胜强《蜀与殷商关系刍论——从甲骨文记载谈起》（《郑州大学学报》4期）、丁波《商代的巫与史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3期）也可参看。

②地理。

王震中《甲骨文亳邑新探》（《历史研究》5期）通过对征人方卜辞的考察，证明距离商地很近的亳就在今安阳东面的内黄或其附近，甲骨文中并无三亳并存的情形。

李雪山《卜辞所见商代晚期封国分布考》（《殷都学刊》2期）对49个侯、伯、亚、子、妇等封国的分布区域进行了考察。

沈建华《甲骨文中所见楚简“九邦”诸国》（《2004论文集》）考察殷墟卜辞中所见上博楚简“九邦”诸国，举出“丰”、“镐（[image: image76.bmp]）”、“[image: image77.bmp]（舟）”、“于（盂）”、“鹿（甘）”、“黎（利）”、“宗（崇）”、“密（宓）”诸例，揭出上述诸国与文王联合“叛”商的史实。

沈建华《楚简〈容成氏〉州名与卜辞金文地名》（《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指出《容成氏》所述州名与《禹贡》不同者可与卜辞金文地名相印证，与《舜典》亦有关联，可见《禹贡》成书前经过不同史官记录或口授夏史的过程，《舜典》有可能源自更早的原始记录，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③军事。

韩江苏《沚[image: image78.png]


参加商王朝的军事活动浅论》（《殷都学刊》3期）评述了沚[image: image79.png]


在武丁时期战争中的作用与贡献。
齐文心《释读“沚戛稱册”相关卜辞——商代军事制度的重要史料》（《2004论文集》）认为沚是商朝重要封国，地处商之西北、长城一带。沚国以农业经济为主，负有抵御西北少数族群入侵并提供军赋的义务。“爯册”是商人的册命之礼，是周代册命典礼的雏形。
④宗教、习俗。

贾洪波《殷墟卜辞集合神主“示”之丛识》（《历史研究》5期）同意“下示”是大示以下的直系先王，认为《合集》22098中的下示应释为“二示”。指出《屯南》2707中的“[image: image80.bmp]示”当释为上下示，卜辞中不存在“中示”。“二示”为主祭时王上二代的直系先王，“它示”是旧臣集合神言称谓。

王震中《帝喾并非商之始祖》（《殷都学刊》3期）指出商族始祖是契，甲骨文中的高祖夒应当是契亦即禼。

王晖《论殷墟卜辞中方位神和风神的蕴义》（《2004论文集》）分析了《山海经》、《尧典》、殷墟甲骨文中的四方神与四方风并讨论了甲骨文四方风神的蕴义，认为四方风名是据四方风（四季风）大小强弱的不同特征命名的。

郭旭东《求年、受年卜辞及相关问题》（《2004论文集》）深入分析了殷墟甲骨文中的求年、受年卜辞，并讨论了这些卜辞反映的商代社会问题、农业在商代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及求年与受年对后世的影响。

徐义华《从先臣之祭看古代的国家祭祀与鬼神观念》（《2004论文集》）考察了卜辞所见的先臣祭祀，认为商代已建立国家神系统，并对“民不祀非族”作了具体分析。

高江涛、谢肃《从卜辞看洹北商城一号宫殿的性质》（《中原文物》5期）对比了卜辞中有关宗庙祭祀及其场所的材料与洹北商城一号宫殿基址的祭祀遗存，认为一号宫殿为商王宗庙。
张玉金《论殷代的禦祭》（《中国文字》新廿九期）考察了禦的意义和举行禦祭的目的、主体、对象，以及所用牺牲和祭品，并指出殷代的禦祭因时而异。

曹定云、刘一曼《殷人卜葬与避“復日”——〈库方〉985＋1106辞义辩正》（《2004论文集》）认为该缀合版（即《美国》10与11）是仿刻，其中的“又日”即“復日”，是入葬时忌讳的日子，《库方》985＋1106刻辞是武乙为其死去之父康丁选择葬日的刻辞。

高江涛《殷人四方尊位探讨》（《2004论文集》）据考古、甲骨文材料指出殷代王室及高级贵族以东方为尊位。

王晖《商纣俎醢侯伯新证》（《史学月刊》2期）据晚商金文及殷墟卜辞证明商纣俎醢侯伯是历史事实，此与其个人品质无关，而是殷人文化习俗使然。

连劭名《商代祭祀活动中的“反本归宗”》（《殷都学刊》3期）认为卜辞“报”指祭祀，“即宗”即反本归宗，即宗有甲日与辛日。

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探讨了甲骨文所见商代后期祭祖仪式的类型、贵族祭祖仪式的类型及商代后期前段的祖先观念及鬼神崇拜、及祭祖仪式反映的社会关系。该书还结合金文与文献材料讨论了周代祭祖仪式类型、祭祖仪式过程、周人的祖先崇拜及周代祭祖礼对宗法制的维护等问题。

相关文章还有连劭名《卜辞所见商代思想的四风与天命》（《华夏考古》2期）、连劭名《论帝与上下》（《周易研究》1期）、余方平《殷人神化滳、洹二水之原因浅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5期）等。

⑤教育、医疗、历法、文化。

宋镇豪《从甲骨文考述商代的学校教育》（《2004论文集》）通过甲骨文材料（包括花东H3卜辞）考察了商代为贵族子弟设置的专门教学场所、执教者及教学内容及学籍制度，认为当时教学目的旨在培养贵族统治阶层所需的“社会人”。

宋镇豪《商代的疾患医疗与卫生保健》（《历史研究》2期）继胡厚宣、李宗焜的研究之后再事补充，列举商代55种疾患，指出商代人已有相当识病水平，且养成医疗、保健的风俗。

冯时《殷历武丁期闰法初考》（《中国历史文物》2期）讨论了4版武丁卜辞中的年中闰材料，指出殷历不仅是年终置闰，而是实行一种以调节历月与分至四中气的固定对应关系为标准的置闰方法，这是后世“无中置闰法”的前身。

陈智勇《试论商代的生态文化》（《2004论文集》）从制度层面、物质技术层面与精神层面对商代生态文化进行了探讨。

相关文章还有张杰《殷人致疾及疗疾方法新考》（《郑州大学学报》5期）、赵容俊《甲骨卜辞所见之巫者的医疗活动》（《史学集刊》3期）、徐凤先《帝乙祀谱、帝乙在位年与商末岁首》（《自然科学史研究》3期）、陈发喜《甲骨文女性文化简论》、杨善清《殷商先民审美意识研究》（《2004论文集》）等。

（九）学术史。

王宇信《于老“致贶”和甲骨学史上的两大工程——读甲骨学家于省吾教授致商承祚教授的三封信》（《2004论文集》）介绍两位老学者的学术友谊及于老《甲骨文字释林》的完成及《甲骨文字诂林》的策划情况。

赵诚《胡小石的甲骨文研究》（《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总结了胡氏的学术成就，指出胡氏考释甲骨文字的贡献在于注意到了辞例、语法。

谢济《如何看待郭沫若的甲骨文与殷商史研究——就郭沫若对“众”或“众人”的阶级分析与姚孝遂先生商榷》（《殷都学刊》4期）认为姚先生对郭沫若“众” 或“众人”奴隶身份说的批评是片面、偏颇的。

刘源《使君元是此中人——读〈甲骨学五十年〉》（《2004论文集》）介绍了董作宾修订、发展“五期断代法”的学术思想。

相关文章还有李彤《试论罗振玉在甲骨文字学方面的贡献》（《贵州大学学报》2期）、郭胜强《甲骨学研究与中国对外开放》（《2004论文集》）等。

（十）其他。

王宇信等主编《甲骨文精粹选读》（云南人民出版社）精选692片有字甲骨的拓片和摹本，作出准确的释文、译读，并撰写“甲骨文基础知识”，是一本对初学者和专业工作者都有用的参考书。

二、金文

（一）新发现和新公布的材料。

2004年10月，陕西周公庙遗址中小型贵族墓葬中出土1件器盖和1个铜簋上都有铭文，合起来有23个字。（新华网西安2004年12月4日电（记者冯国、丁静）：《周公庙遗址首次出土铭文青铜器，铭文数达23》。）

周原考古队：《陕西周原遗址发现西周墓葬与铸铜遗址》（《考古》1期）介绍了2003年3至5月在扶风县庄东村发掘的收获，据此简报，墓葬（时代约在西周早期）M9随葬器物较多，该墓出土的铜鼎、铜簋都有铭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1期）简要介绍了2000年12月至2001年2月发掘的54号墓的情况。该墓出土310余件青铜器，礼乐器与兵器大多有“亚长”铭文（个别器物铭文为“长”）。发掘者认为，“亚”是武职官名，54号墓墓主是“长”族首领，也是一位兵权在握的显赫贵族。（笔者按：据M54铜方斝M54:43铭文拓本看，“亚长”的“长”作一手持杖的侧身人形，似与“亚[image: image81.bmp]”有一定关系，“[image: image82.bmp]”作一手持杖的正面人形。）

王军：《山东邹城市西丁村发现一座商代墓葬》（《考古》1期）简要介绍了1990年西丁村发现的一座商代墓葬的随葬器物，其中一件铜爵（M1:1）鋬内腹壁铸有一“史”字，一件铜觚（M1:4）圈足内铸有一“[image: image83.bmp]”字。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济南市大辛庄商代居址与墓葬》（《考古》7期），有二件铜爵有铭文，M72:8鋬下铸有一“[image: image84.bmp]”字，M86:1鋬下文字虽漫漶不清，应也是[image: image85.bmp]字，这是大辛庄遗址首次出土铜器铭文，发掘者认为是族徽。又可参见方辉《大辛庄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山东大学学报》1期）。

刘晓燕、孙承晋：《山东荣成市学福村商周墓葬的清理》（《考古》9期）介绍了1990年夏清理该村西南一座古墓葬的情况，作者推测该墓的时代在商末周初，墓中出土一铜尊（M1:1），器底铸有“作宝□彝”数字。

李先登《德簋的再发现》（《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介绍了近年从日本购回的德簋器、铭及德所作其他器物。

（二）文字考释。

本年度系统研究金文的著作为朱歧祥《图形与文字——殷金文研究》(台北，里仁书局)。该书分上下编。上编分两部分，一是提出殷商家族记号并非文字，并较全面地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二是分析殷金文字形、词汇和句法。下编为字表，并对比殷金文与甲骨文的字形。
士山盘器、铭自2002年公布以来，学者讨论较多，特别重视“服”字及其反映的历史制度问题。董珊《谈士山盘铭文的“服”字义》（《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1期）赞成唐兰对金文“服”字的最后看法，认为国家博物馆新藏士山盘铭文“徵某方田服”中的“服”字含义包括“职事”、“贡赋”两个方面，与《国》《左》中的“职贡”同义，并因此指出该盘铭文对讨论西周恭王时期的政治与先秦服制有重要意义。

陈英杰《士山盘铭文再考》（《中国历史文物》6期）重点考释了“服”、“惩”、“宾”三字，认为服乃采服之服，宾是宾礼，惩为惩戒、惩毖义，与巡守有关，指出该铭的重要性在于提供了册命铭文、分封服制、西周方国（尤其是鄀与六子）、巡守制度等方面的新材料。

杨坤《士山盘铭文正谊》（《中国历史文物》6期）认为士山盘铭文与相见、通聘有关，其中的“于入”、“[image: image86.png]ﬁ\



”都有引导的意思，“宾”在文献里作“傧”，作动词意为劳宾。

连劭名《眉县杨家村窖藏青铜器铭文考述》（《中原文物》6期）对四十二年[image: image87.bmp]鼎、四十三年[image: image88.bmp]鼎、[image: image89.bmp]盘三器的长篇铭文做了考释和研究。

王冠英《任鼎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期）对国家博物馆新藏任鼎铭文做了详尽考释，指出该铭提供了周代中期买卖青铜礼器的材料，有助于重新认识“工商食官”制度。

刘桓《墙盘铭文札记》（《故宫博物院院刊》1期）对该铭许多字句重加探讨，提出不少己见。如训“达殷”为通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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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巩”之
[image: image91.png]%



为道，训为治道；读“广[image: image92.bmp]楚荆”之[image: image93.bmp]为[image: image94.bmp]伐之[image: image95.bmp]；读“惟寏南行”之寏为贯；读“[image: image96.bmp]祁上下亟[image: image97.bmp][image: image98.bmp][image: image99.bmp]”之[image: image100.bmp]为[image: image101.bmp]，训为取，读祁为氐，训为致，读亟[image: image102.bmp]为缉熙，训为广大；指出“上帝司夒”之司夒为后夒，即商人的高祖夒；并认为[image: image103.bmp]钟铭“以五十颂处”之五十颂当属威仪之事。

张玉金《德方鼎铭文续考》（《故宫博物院院刊》5期）重点对“[image: image104.bmp]珷祼自蒿”进行释读，从唐兰释[image: image105.bmp]为延，训为继续、继续进行；赞成“珷”是武王之“武”的繁文、蒿通假为“镐京”之镐，并将全句译为“继续进行始自蒿的对武王的祼祭”。

何琳仪《说“盘”》（《中国历史文物》5期）从上博所藏晋韦父盘铭文以“舟”为“盘”说起，指出舟、凡形近，凡、盘音近，故舟可读盘；据晚周文字盘或从酉、丩，知盘有两读。

林沄《究竟是“翦伐”还是“撲伐”》（《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认为有的学者根据楚简材料把逑盘“撲伐楚荆”的“撲”字释为“翦”证据不足，分析了这个字的源流，并指出先秦文字的构造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过程，起源上不同的字，在演变过程中会有局部或全部形体雷同的现象，需要作历史的、多方面的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结论。

陈秉新《释[image: image106.bmp]及从[image: image107.bmp]之字》（《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认为戈[image: image108.bmp]诸器铭中的[image: image109.bmp]是[image: image110.bmp]的繁体，均为人名。不[image: image111.bmp]簋铭中读为洛的[image: image112.bmp]是[image: image113.bmp]的异体，小臣[image: image114.bmp]簋中的地名[image: image115.bmp]疑读为襄，大克鼎“悤[image: image116.bmp]氒心”中的[image: image117.bmp]当读作恪，毛公鼎“[image: image118.bmp]辥氒辟”中的[image: image119.bmp]即古愕字（后隶变作偔），亦读作恪。

周宝宏《西周金文词义研究（六则）》(《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认为柞伯簋“王迟赤金十钣”之迟应读作尸，训为陈列；士山盘铭中之“服”可理解为贡赋；夷伯簋“夷伯夷于西宫”之夷当读作尸，为主持仪式之义；卫盉“才八十朋”之才应读为财，训为泉币货币之义；西周金文中的“悊德”不必读为“慎德”，悊德就是敬德之义；西周金文“享孝”之孝仍有孝敬义。

臧克和《金文杂考》（《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讨论了蔑、敬与谨、明与黾、静与旌、畯、堇与勤、谏与简、王若曰、×在上×在下等字词的释读问题。

陈英杰《读金小札（五则）》（《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提出[image: image120.bmp]方鼎和[image: image121.bmp]簋中的“剌”义为“福剌”，犅伯卣铭文中有一族氏符号[image: image122.bmp]且一、二行末字应连读为“[image: image123.p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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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又（祐）”，该文还论及金文中的“隓”、“用事”、“氒、又、人的互混”等问题。

沈宝春《宋右师延敦“隹赢赢昷昷昜天恻”解》（《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认为该敦盖铭“昷”、“永”下均无重文符，应是脱文。

胡长春《释“鷔鷔雝雝”》（《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重点释读两周铜器铭文中的“鷔”字，认为“鷔鷔”作为拟声联绵词，其音悲凉肃穆，从“鷔”训高、长来看，其音又高亢悠长。

张光裕《读新见西周[image: image124.bmp]簋铭文札迻》（《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分析、解释了该铭中“昩爽”、“册令（命）[image: image125.bmp]，易，令邑于奠”、“讯、讼，取徵五寽”等词句。

何琳仪《听簋小笺》（《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纠正“亯京逦”的旧释，新释为“就逦”，读为“就列”，并指出尹光鼎铭中“逦”亦读“列”，是“就逦（列）”的简称，商金文“就列”与周金文“即位”之间有承袭关系。

陈公柔《康侯簋考释》（《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讨论该簋铭中“王来伐商邑”一句，主张第二字释“来”，认为“王”即周公。

师玉梅《说“随山濬川”之随》（《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分析了[image: image126.bmp]公盨“[image: image127.bmp]山濬川”之[image: image128.bmp]讹变至“随”的过程、传说中大禹治水方法的变化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赵平安《跋虢叔尊》（《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据战国简文证该尊铭中的“朕”读为尊，是器名，并认为“[image: image129.bmp]”与奠本为一字、后由此分化出尊字。

赵平安《绍兴塔山甬钟的自名名称及相关问题》（《中国历史文物》5期）指出该器自名应释为“镯”，当定名为“之乘辰镯”。

黄盛璋《王子中戈作者正名与分国断代及其相关问题辩证、解惑》（《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论证该戈铭中“王子”后从广之字是“中”，戈的时代为春秋，王子是楚王子。

陈松长《湖南张家界出土战国铭文戈小考》（《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将1986年今张家界市三角坪68号战国墓出土铜戈铭考释为“廿七年，蜀守□，西工师乘，丞□禺。（正面）江武库（反面）”。

张懋镕《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的结构特点》（《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探讨了研究族徽文字结构特点的方法，指出族徽文字形体结构有简化、位置变易、勾勒与填实、装饰图案化等特点。

姜允玉《中山王铜器铭文中所见的传抄古文》（《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分析了中山王铜器铭文和传抄古文之间的关系，指出传抄古文在释读战国文字时具有重要作用。

白于蓝《释中山王
[image: image130.png]


方壶中的“属”字》（《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指出从言从人从[image: image131.bmp]的这个字应读为属，壶铭“属任之邦”意即委任之邦。

张春龙等《湖南出土的两件东周铜器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5期）认为1993年湖南汩罗市高泉山M1出土的盥盘铭文“[image: image132.bmp]”当释为“罗”，墓主为罗子国国君；辰溪县出土的越式矛铭文“新俈（造）自司之矛”为楚国文字。

臧克和《〈鱼鼎匕〉铭文有关器名性质新释》（《考古与文物》5期）认为该铭是讲水虫的四言短铭，将其首句解释为：这掌管水虫的匕器，配合着王的鱼鼎。

曾宪通《再说“[image: image133.bmp]”符》（《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考察了先秦古文字材料中带[image: image134.bmp]符诸字的古音和韵读。

陈斯鹏《“眔”为“泣”之初文说》（《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认为甲金文中常见的“眔”字本属喉牙音缉部，应是“泣”的初文，而泣是战国时抛开初形新造的形声字，“泪”、“洎”二字是眔派生的两个字。

孟蓬生《释“[image: image135.bmp]”》（《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主张甲金文旧释[image: image136.bmp]的独体字应释为[image: image137.bmp]，从[image: image138.png]


的合体字才应释[image: image139.bmp]，[image: image140.bmp]（[image: image141.bmp]）应读为求，金文中说明的车饰[image: image142.bmp]当读作髹。

蔡鸿江《晋国铭文与侯马盟文形构关系之探究》（《十四届论文集》）从词序组合、书写方式与形体结构三方面分析了晋国铜器铭文与侯马盟文之关系。

张桂光《金文形符系统特征的探讨》（《中国文字》新廿九期）通过比较金文与甲骨文形符系统，提出了对金文形符系统特征的初步认识。

张振林《篇章语法分析在铭文解读中的意义（上）》（《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提出篇章语法分析可为释字提供音义指引，为解词提供词义和功能的指引。

相关文章还有邱德修《晋侯铜人铭考——兼论〈尚书·立政〉“休兹”乙词》（《十四届论文集》）、万业馨《略论书写方式与战国文字研究》（《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王长丰《五祀卫鼎新释》（《殷都学刊》4期）等。

（三）语法研究。

[台]胡云凤《殷商金文动词研究》（《2004论文集》）从《集成》590件4至48字铭文铜器材料中整理出40个动词并大致归为“祭祀”、“军事”、“行为”、“生产”、“生活”5类动词。

朱歧祥《论殷周金文的词汇》（《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举例指出殷金文的语言与甲骨文、西周早期金文关系密切，有关殷金文的细部研究，要先结合甲骨文与西周早期金文的成果做综合处理，以反映殷商时期实际语言和真实用词。

张玉金《西周金文中“氒”字用法研究》（《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分析了该字代词、助词、连词、副词等四种用法，认为代词用法的氒占绝大多数。

沈培《西周金文中的“[image: image143.bmp]”和〈尚书〉中的“迪”》（《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指出逑鼎、逑盘铭中“则[image: image144.bmp]唯乃先圣祖考夹召先王”的“[image: image145.bmp]”当读作《尚书》“迪惟”的“迪”，用为加强语气的虚词。

（四）铜器断代与金文历谱。

朱凤瀚《史酉鼎与师酉簋》（《中国历史文物》1期）据史酉鼎铭“隹王四祀九月初吉丁亥”中的王年、月份、月相、干支四要素将该器排入西周共王年历之中，又据历日、器形、铭文内容推定师酉所作另一器师酉簋为孝王元年器，与师酉有亲属关系的师询所作师询簋为夷王元年器、询簋为厉王十七年器。

黄盛璋《眉县杨家村逨家窖藏铜器解要》（《中国历史文物》3期）认为该窖藏铜器中天盂为厉王时作，为逨母家助丧之物，单五父对壶与叔五父匜为同人同时作，是逨之子作其父祭器，为幽王时器。并据苏钟研究提出，宣王纪年要后退一年，则四十三年鼎合天合历与苏钟同，四十二年鼎不合历，其“乙卯”干支必误。

相关文章还有朴载福《关于“武父乙”盉的时代与称谓问题》（《青年考古学家》总第16期）等。

（五）殷周制度。

吴十洲《两周礼器制度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研究礼器制度方面之课题较多，如论其来源与形成、社会功能、东周礼书中礼器制度、随葬礼器制度、礼器制度之衰落等等，较多地利用、分析了金文材料，如“社会功能”一章中讨论周天子拥有礼器之象征意义、贵族礼器等级与邦君礼器赏赐、宗族内礼品的所有权、贵族宴饗用器、贵族婚姻与媵器等皆是。

刘正《金文庙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考察、讨论了金文所见大庙、周王室诸庙、宫、周王室诸宫、康氏诸宫、方位诸宫、诸师宫、大室（太室）、寝、周王室诸寝，告庙、毁庙、迁庙等制度，及用牲、用舞人数、盟约和宗庙用器、宗庙祭品、姓氏异同和四时祭祀等问题。

刘正《殷代金文中的庙制问题》（《2004论文集》）回顾以前的殷代庙制研究，考察殷代金文中的庙、室、宫及殷代的祭祀制度，着重讨论了“亚”字的宗庙意义、“室”字的意义、殷商金文中的寝、米宫问题、殷代尚无昭穆问题、殷代尚无毁庙制度、殷代盛行并后祭祀制度等问题。

马季凡《“贝玉”不是商代人的葬具》（《2004论文集》）认为甲骨、金文可证实“贝”是商代的货币。

晁福林《从士山盘看周代的“服”制》（《中国历史文物》6期）认为该铭“服”字当作服从、职事讲，与周代服制有一定关系，说明文献记载的服制并非虚言，士山盘铭文也反映了周天子靠方伯诸侯管理方国的统治模式。

何树环《西周贵族土地的取得与转让－兼谈西周“王土”的概念与实质》（《新史学》第十五卷第一期）以西周铜器中与土地问题相关的铭文为主，与传世文献进行综合讨论，建构出西周贵族土地取得与转让的总体面貌。
刘雨《西周的监察制度》（《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考察相关金文材料，说明西周王室在平定管蔡之乱后，实行了在各诸侯国普遍设监、派驻中央代表的制度。

黄圣松《六师与八师的若干问题》（《文与哲》第三期，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讨论六师与八师的名称，组成结构及指挥权问题与八师的移防。
黄铭崇《殷周金文中的亲属称谓“姑”及其相关问题》（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七十五本第一分）指出从商晚期至西周早期金文中人物皆为商人贵族，“姑”指“丈夫的母亲”；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金文中人物多以伯、仲、叔、季命名，“姑”的意义多元化，可指丈夫之母、女性的姑妈及男性的姑妈。作者认为这种变化是殷文化“姑”借用到周人书写系统及周人婚姻制度作用的结果。

林圣杰《殷周金文人物名号的特殊自称形式》（《许锬辉教授七秩祝寿论文集》，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提出彰显自我世系或职官从属的自称形式大量出现于春秋时期的铭文，还进一步对金文中人名、称谓、职官名的组成结构加以分析。
（六）社会组织。

朱凤瀚《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之[image: image146.bmp]器与其家族》（《商周家族形态》增订本）分析了[image: image147.bmp]盘铭中[image: image148.bmp]诸先人的宗法地位，认为[image: image149.bmp]器对西周世族亲属称谓研究多有帮助，指出[image: image150.bmp]器铭文进一步深刻证实西周贵族世官制是维护其世族制度的基础、与之相关的宠用王室功臣之后的政治理念及西周政治之保守。该书所收的《安阳殷墟郭家庄商晚期墓地初识》、《洛阳北窑西周墓地（1964－1966）探讨》、《沣西张家坡西周墓地（1983－1986）北区墓地探讨》等文章也利用这些墓地出土铜器铭文材料讨论了墓主人身份、地位及其家族结构等问题。

（七）史事考证。

任伟《西周封国考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综合利用金文、考古及文献材料，深入探讨了鲁、齐、晋、燕、诸虢、应、曾、随、吴、箕子朝鲜等西周诸侯国的始封、封君族属及其家族、都城地望、国君世系等问题，并阐述了对西周分封历史进程、“元子就封”原则、监国、诸侯对殷遗民的任用及分封制与宗法制关系的认识和看法。

何景成《“亚[image: image151.png]


”族铜器研究》（《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收《集成》及新出铜器中“亚[image: image152.png]


”族铜器124件并分为7类，在此基础上提出亚[image: image153.png]


族分为两大支，一支从商代晚期活动至周初，分散较为广泛，另一支殷末分封于西周燕国附近的[image: image154.bmp]地，入周后臣服于周。

彭裕商《周伐猃狁及相关问题》（《历史研究》3期）翻检金文及文献，指出周人与猃狁的战事自厉王一直延续到东周初年，并考察了交战涉及的地名及入周后猃狁迁徙的踪迹。

杨亚长《金文所见之益公、穆公与武公考》（《考古与文物》6期）认为西周时期至少有两位益公，分别供职于成王和恭懿之世，而穆公供事于穆恭两朝，武公供事于厉宣两世。

陈昭容《从青铜器铭文看两周汉淮地区诸国婚姻关系》（台湾《史语所》集刊第七十五本第四分）重点讨论了西周到春秋时期，汉水流域及淮水中上游各国的婚姻状况。文章根据青铜器铭文、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说明汉淮地区各国，夹在中原大国和南方荆楚势力之间，透过婚姻关系争取生存空间的事实。

张彦修《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地M2001墓主考》（《考古》2期）认为M2001铜器铭文中的虢季、M1631虢季氏子段鬲铭文中的虢季氏子段、虢文公鼎铭文中的虢文公子段和文献中的虢文公是一人，西虢在厉宣之际东徙三门峡。

黄锡全《申文王之孙州[image: image155.png]S



簠铭文及相关问题》（《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指出该器出土地也与信阳之申大体相合，铭中“申文王”可能即申国称王后第一代王，认为该器及铭对进一步研究申国历史、信阳之申等问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证据。

徐少华《论近年来出土的几件春秋有铭邓器》（《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分别据20世纪70年代出土、征集的邓公乘鼎、邓尹疾鼎，20世纪80年代出土、征集的邓子盘、邓子午鼎讨论了楚邓县的官制及邓人复国及亡国的问题。

吴晓松、洪刚《[image: image156.bmp]公买簠》（《中原文物》1期）介绍了该器铭文，认为该器在湖北黄冈出土，为楚灭许的历史提供了新史料。

林文华《〈我方鼎〉铭文新释——兼考周原甲骨（H11:1）》（《第十四届论文集》）指出我方鼎乃殷遗臣所铸器，祡烧二女奴禦祭祖妣乃殷旧礼，H11:1中王乃殷王纣，“[image: image157.bmp]二女”也反映了杀人祭祀的史实。

曹兆兰《金文中的女性人牲——我方鼎铭文补释》（《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认为从文辞结构、字形、祭名等因素看，铭文中的“二女”是女性人牲，用于祭祀器主祖妣。

曹锦炎《越王得居戈考释》（《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考释了绍兴越文化博物馆及澳门收藏的两件越王铜戈之铭文，认为澳门藏戈铭文中的“得居”即越王句践之父“允常”字，指出戈铭为研究越、徐关系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材料。

王辉、萧春源：《珍秦斋藏王二十三年秦戈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4期）认为该戈铭中“王二十三年”是秦昭襄王二十三年（前284年），“家丞”为魏冉封邑陶之丞，即此戈的监造者，并结合其他几件秦兵讨论了魏冉五任相邦、昭襄王时的秦戈形制及战国晚期秦国工官制度等问题。

相关论文还有江林昌《新出[image: image158.png]


公盨铭与夏禹问题》（《2004论文集》）等。

（八）其他。

据《金文字库和输入法研制成功》（《考古与文物》3期），陕西考古研究所吴镇锋主持研制成功金文字库和输入法，解决了长期以来金文隶定字和图形字不能输入文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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